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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合会国家的菲佣问题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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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受海合会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菲

律宾政府的推动和菲佣国际化品牌效应的影响,大量菲佣进入海合会

国家工作,但在这些国家务工的菲佣因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

引发各种问题。 英国保护时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卡法拉制度是菲佣问

题凸显的根本原因,海合会国家保守的社会传统和等级化社会分层是

问题凸显的社会文化因素。 菲佣问题凸显还与这些国家政府为菲佣提

供的申诉援助有限以及菲佣的家庭和个人因素有关。 海合会国家在改

革卡法拉制度的过程中忽视了家政工人的诉求,菲律宾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参与治理又无法触及菲佣问题的根本,这些因素导致了菲佣问题

的治理困境。 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考量,海合会国家需要继续深化

卡法拉制度改革,加强与菲律宾在劳资问题上的协商,切实保护好菲佣

等外籍劳工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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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合会国家的菲佣问题及其治理

　 　 东南亚、南亚国家与海合会国家的劳务合作是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海合会国家因为国内的外籍劳工管理问题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卡塔

尔以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为契机推动了管理外籍劳工的卡法拉制度改革,但这些

国家对于外籍劳工的管理办法仍被国际社会诟病,其中家政行业的问题尤为突

出。 在全球家政服务行业中,菲佣享有“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的美称,她们在海

合会国家的家政行业中广泛从业。 但这些国家经常出现菲佣劳动权益被侵犯的

事件,这不仅损害了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也给它们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带来负

面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菲佣问题的研究以研究中国香港的菲佣为主,也有涉及

内地的菲佣研究以及菲佣对我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的启示等问题。 还有以菲佣

为对象去研究国际劳务输出问题的成果。① 国外学术界对菲佣问题的关注相对

广泛,既有对海合会国家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以色列、黎巴嫩

等菲佣问题的研究,也有对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研究。② 国外学界对海合会国家

菲佣问题的研究既有专门研究,也有将这一问题融合在海合会国家家政行业外

籍劳工问题中进行的研究。 在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专门研究中,对穆斯林菲

佣的关注是重要方面,其中朱利安·德威邦尔( Julien
 

Debonneville)和石井雅子

(Masako
 

Ishii)的相关研究认为,穆斯林身份并没有给穆斯林菲佣在阿联酋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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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何平:《香港的“菲佣”与“菲佣现象”探析》,载《东南亚》 1998 年第 1
期;俞悦:《在港菲佣的社会福利问题》,载《社会福利》 (理论版)2014 年第 10 期;杨国轩、王晨颖:
《我国内地“菲佣”问题治理研究》,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4 期;王江涛:《“菲佣”对家

政专业课程开发与职业资格制度建设的启示》,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
涂永前、莫兰:《国际劳务输出研究:以菲佣为研究对象展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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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国家的工作处境带来改善;安托瓦内特·佛里戈(Antoinette
 

Vlieger)在研究

沙特和阿联酋菲佣问题时认为,卡法拉制度以及阿拉伯传统社会文化是制约菲

佣维权的关键。 拉塞尔·萨拉扎·帕雷纳斯(Rhacel
 

Salazar
 

Parrenas)在研究阿

联酋对外籍家政工人的管理时重点探讨了惩罚性法律机制与卡法拉制度之间的

关联。 丽萨·布莱兹(Lisa
 

Blaydes)整体上对海合会国家移民家政工人的劳动条

件进行了评估,认为海合会国家中菲佣劳动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21 世纪

以来在海合会国家工作的家政工人处境没有过多改变。① 但对这些国家菲佣问

题的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对于菲佣问题比较突出的科威特关注较少,除

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报告外,只有一些新闻报道简单提到相关内容②。 此

外,学术界还缺少从整体上研究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学术成果。 本文将在学

界研究的基础上,剖析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现实动因,分析

海合会国家等相关方对该问题的应对,并评估其菲佣问题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 海合会国家雇佣菲佣的概况及菲佣问题的表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菲律宾向海合会国家大量输出家政工作人员。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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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海合会国家成为菲佣海外务工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

后海合会国家输入、菲律宾输出家政工人的需求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在海合会

国家雇佣菲佣的过程中也产生不少问题。

(一) 海合会国家雇佣菲佣的概况

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数据显示,从 1992~2009 年菲佣主要前往巴林、中国香

港、意大利、黎巴嫩、科威特、马来西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中国

台湾和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工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菲佣用工占全球年度菲佣

新用工的绝大多数,其中 1992 年占 88.1%、1995 年占 92.7%、2000 年占 91.1%、

2005 年占 94.7%、2009 年占 87.8%。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海合会六国巴林、科

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在 1992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09 年

的菲佣新用工人总数分别为 29,349 人、24,091 人、27,581 人、45,227 人、34,168 人,

在全球菲佣新用工占比中分别为 1992 年 50.7%、1995 年 37.9%、2000 年 40.5%、

2005 年 54.8%和 2009 年 47.7%。①

到海合会国家务工的菲佣主要集中在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三国。 2013 年

在沙特工作的菲律宾家政人员数量是 67 万。 根据阿联酋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

2017 年在阿联酋工作的 75 万家政服务人员中,有 20 万来自菲律宾。 菲律宾劳

工和就业部 2023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在科威特至少有 26 万名菲律宾劳

工,其中 60%是家政人员,约为 15.6 万人。② 巴林是海合会国家中雇佣菲律宾家

政服务人员较少的国家,2023 年共有 20,328 名菲佣在该国工作。③

(二) 海合会国家大量雇佣菲佣的动因

海合会国家大量雇佣菲佣是这些国家对外籍劳工的需求,也是菲律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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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拥有近 56 万外籍劳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林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3 年 3
月 25 日,http: / / bh. mofcom. gov. cn / jmxw / art / 2023 / art_0295cde827704ed583ba2fe61aea6ecc. 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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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务输出政策以及菲佣的品牌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1.
 

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对外籍劳工的需求

海合会国家劳动力短缺,都是严重依赖外籍劳工的国家。 1973 年第四次中

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上

涨四倍。 这些国家抓住时机,扩大国内石油生产和供应的规模,此举一方面加速

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 海合会国家俗称中东

“最年轻的国家”,15 岁以下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本国劳动力资源极

其短缺,为了补充劳动力,海合会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吸引了大量外籍劳工。①

这些外籍劳工主要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南

亚和东南亚国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例如交通运输、城市建筑、石油开

采、医疗卫生和家政服务等行业。 在所有外籍劳工中,家政服务行业的从业人数

占有很大比重,原因如下。

首先,自从石油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海合会国家政府利用丰厚的石油收益

惠及民生。 本国公民享有良好的福利待遇,开始享受生活,大部分家庭都会选

择雇佣家政工人。 这些国家公民因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全方位社会福利,极少有

人愿意从事蓝领工作。 他们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就职,还有一部分人

从事自由职业,但大都在各领域中担任中层以上的领导职务,工资待遇颇为

丰厚。②

其次,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部分海合会国家如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

妇女的地位得到提升,许多妇女能够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2008~2009 学年,科威特成年人受教育率为 93.4%,其中男性达 95.0%,女

性为 91.8%,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③ 科威特许多女性在教育、金融等行业

中担任职位,拥有自己的事业。 大多数女性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并没有放弃自己

的工作,为了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矛盾,许多科威特家庭选择雇佣女佣。

最后,海合会国家推进劳工本土化政策刺激了对外籍家政工人的需求。 鼓

励本国女性公民就业是部分海合会国家推进劳工本土化政策的必要举措,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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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祺编:《列国志·科威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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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佣有利于该政策的落实。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海合会国家形成了以外籍劳

工为主的用工结构。 外籍劳工构成除沙特以外的海合会国家的人口主体。 大量

外籍劳工的入境造成这些国家外汇大量流出,还存在引发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潜

在风险。 此外,海合会国家本国的就业人口逐年增加,就业问题日益凸显。 这些

因素促使海合会国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普遍实施劳工本土化战略。 对于像

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这些人力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鼓励本国女性公民就业

非常必要。 这就需要大量引进菲佣使本国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在管理和专

业技术部门中就业,逐步改变外籍劳工占主导的就业结构。① 以上三方面原因导

致这些国家对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量居高不下。

2.
 

菲律宾政府积极的劳务输出政策和菲佣的品牌效应

菲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劳务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

际化家政服务品牌,这样成就的背后离不开菲律宾政府的推动。

第一,菲律宾政府的劳务输出政策。 1974 年,菲律宾国内经济停滞不前,就

业形势严峻,许多人面临失业问题,生活窘迫。 这种情况对国内社会的安定构成

巨大的威胁。 面对这样的困境,菲律宾政府试图通过劳务输出的方法来转移国

内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危机,许多妇女便借机前往海外就业。②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政府积极介入与海外务工相关的事

务,一方面积极进行海外宣传,有组织、成规模地在国际劳动力市场推销本国

劳工;另一方面颁布和建立调控劳工移民的法令和机构。 政府鼓励妇女到国

外寻找工作,并通过法律措施来保护海外劳工的各种权益。 最初,去国外务

工的女性以家庭妇女为主,她们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经验,只有家务劳动

是她们唯一擅长的工作技能。 后来,政府的推广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许多

大学生毕业后也走上了菲佣的道路。 菲佣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逐渐壮大,

世界各地遍布菲佣的身影,菲佣赴海外工作的潮流在政府的积极参与和鼓励

下蓬勃发展。

第二,菲佣的国际化品牌效应。 随着全球专业化家政服务行业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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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菲佣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形成品牌效应。 聘请菲佣

逐渐成为财富的标志和地位的象征。 菲佣在世界上广受欢迎不是因为他们

来自某一国度,而是因为她们自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工作能力优势。 菲佣自身素质较高,大多数都接受过中等

及以上水平的学校教育。 此外,她们在出国工作前都需要接受全面的专业培训

才能上岗。 岗前培训不仅有涵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技术培训,而且包含语言

和文化课的培训。 除了机构培训外,菲律宾教育部门把家政服务纳入中学和大

学课程之中。 其二,语言方面的优势。 英语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 海合会国家

的官方语言虽为阿拉伯语,但当地居民也大都熟悉英语。 与此同时,在上岗前菲

佣们也要接受语言课程的培训,其中包括阿拉伯语和英语等。 因此,菲佣在海湾

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讲英语的国家工作的过程中与雇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较为

容易。

(三) 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表现

海合会国家在大量雇佣菲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菲佣

的劳动权利被侵犯和人身权利被侵害两方面。 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外溢

效应,损害了海合会国家的国际形象。

1.
 

菲佣的劳动权利被侵犯

在海合会国家务工的菲佣,其劳动权利被侵犯主要表现为被拖欠工资和超

时工作。 科威特的标准劳动合同中规定,雇主在每月月底全额支付家庭佣工的

工资,家庭佣工在连续工作三小时后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 但是在现实中,合同

的条款难以被履行,拖欠工资和超时工作经常发生。 雇主时常拖欠一个月或者

更长时间的工资,有的佣工甚至有一年都未拿到工资。

2017 年以前,在卡塔尔务工的菲佣,其工作时间、休息时间等都没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这就使雇主可以随意决定菲佣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因此经常出现

菲佣超时工作、没有休息时间等问题。 2017 年卡塔尔颁布《家政工人法》,规定家

政人员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还规定了她们每天的休息时间,以及每

周休息一天和带薪假期等内容。 但这些法律并未得到充分实施和执行,很多家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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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人仍存在严重的过度工作现象。① 2022 年 11 月,在卡塔尔工作的菲佣多洛

雷斯(Dolore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每天要工作 19 个小时,在卡塔尔工作的五

年中,有三年时间每周要工作七天。②

沙特在 2023 年 11 月颁新的《家政工人法》之前,家政工人的劳动权利没有

得到法律保障。 根据该国 2013 年第 310 号部长令,在沙特工作的家政工人每天

至少有 9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对最长工作时间和白天休息时间没有做任何规

定。③ 这为沙特雇主使菲佣超时工作提供了便利。

2.
 

菲佣的人身权利被侵害

人身权利方面,主要表现在雇主时常侵犯菲佣的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和

人身自由权,甚至出现了雇主虐杀菲佣的事件。 这种滥用劳力、虐待劳工的情况

对她们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2009 年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就科威特劳工待遇问

题进行调研,采访了 22 名科威特的家政人员,她们中大都表示在雇主家里遭受

过各种虐待。④ 海合会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多起菲佣被虐待甚至致死的事件。⑤

根据菲律宾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的数据,自 2016 年以来,已有 196 名包括菲佣在

内的菲律宾工人在科威特死亡,其中近 80%是因身体受虐致死的。 2017 年,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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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驻科威特大使馆共登记了 6,000 起虐待、性骚扰和强奸案件。① 沙特也是发生

此类事件较多的国家。 因此,菲律宾政府在 2011 年和 2012 年禁止向该国进一步

部署菲佣。②

3.
 

菲佣问题的外溢效应

菲佣到海合会国家务工属于跨国劳动,因此菲佣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外溢

效应。 菲佣在国内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被誉为“国家英雄”。 但在海合会国家,

菲佣经常遭遇不公正对待,给这些国家与菲律宾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因阿联酋不能按照菲律宾的相关法律规定保护境内菲佣的权利,菲律宾政

府于 2014 年停止向阿联酋派遣新的菲佣。 这一劳务派遣禁令直至 2021 年在双

方政府的协商下才得以解除。③ 2018 年菲佣乔安娜 · 德玛菲利斯 ( Joanna
 

Demafelis)在科威特受虐致死的事件被曝光,引起了菲律宾国内的强烈反应。

该年 2 月 12 日,菲律宾劳工部就紧急宣布暂停批准菲籍劳工赴科威特工作的

相关手续,禁止海外劳工继续到科威特工作,并且要求科威特政府签署菲籍劳

工保护协议。 菲律宾的“禁止令” 发布后,科威特政府公开谴责菲律宾的这一

行为,同时科威特的议员也建议本国政府减少对菲律宾的国际援助。 科威特的

公开谴责让本已紧张的科菲关系进一步升级。 2023 年 1 月,菲佣朱乐比·拉

娜拉( Jullebee
 

Ranara)在科威特被害后,菲律宾政府首次宣布停止继续向科威

特部署家政工人。 作为回应,科威特政府首次无限期暂停了菲律宾国民的所有

新签证。④

有关菲佣问题的负面新闻的曝光损害了海合会国家的国际形象,这些国家

也因为菲佣等外籍劳工问题长期被国际社会批评。 由此可见,菲佣问题不仅仅

是海合会国家的国内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这些国家与菲律宾双边关系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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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问题,还是一个国际争议问题。

二、 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

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出现与这些国家历史上形成并存在至今的卡法拉制

度紧密相关,也受到这些国家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 卡法拉制度是菲佣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卡法拉(Kafal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担保、保护”。 卡法拉制度是当代海合

会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管理外籍劳工的制度,也称为担保制度。 该制度体现

在这些国家的出入境法规、居留许可法规和劳工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中。 卡法拉

制度将外籍劳工的雇佣、出入境和居留等行为与一名通常是本国国民的担保人

兼雇主联系起来,将外籍劳工在本国的工作和居留权赋予雇主,构成了外籍劳工

与担保人兼雇主之间的特殊关系。

卡法拉制度作为一项对外籍劳工的管理制度最早是殖民统治时期英帝国在

海湾酋长国的制度设计。 该制度的雏形出现在巴林,但科威特在争取民族独立

的过程中率先将卡法拉制度民族化,随后海湾其他酋长国纷纷以科威特卡法拉

制度为蓝本,在国内推行了具有海湾本土化特色的外籍劳工管理制度。 该制度

的形成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卡法拉制度形成的前提是海湾现代国家边界的出现。 英国在 1880 年、

1892 年、1899 年、1916 年分别与巴林、特鲁西尔酋长国(今阿联酋)、科威特、卡塔

尔签署了“专有权协定”(即“排他协定”),签约酋长国保证不与英国以外的任何

国家签订任何协定或建立联系。① 英国与马斯喀特苏丹国于 1891 年签订了有限

的排他协议。 英国通过“专有权协定”正式确立了对海湾酋长国的殖民宗主国权

力,控制了海湾酋长国的对外交往。 随后,英国通过一系列枢密院令使海湾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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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外国人”接受殖民政府的司法管辖。① 彼时受英国管辖的“外国人”以英

属印度商人为主,数量有限。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海湾酋长国之间开始出现明

确的现代国家边界,跨国界活动成为一项重要问题而受到严格监管。 海湾各国

实行出入境签证和护照管理制度,并陆续颁布了国籍法。 活动在海湾水域的穆

斯林出现了国籍身份的差异,英国管理的“外国人”数量急剧上升,如何有效管控

采珠季期间海湾地区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石油资源开采后大量增加的外国劳工

成为殖民地官员的重要任务。

第二,早期的卡法拉制度是间接殖民统治下英帝国利用海湾当地人管理殖

民地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方式。 驻扎在海湾的英国殖民政府官员数量很少,二

战前仅在马斯喀特、麦纳麦、沙迦和科威特派驻政治代表,代表英国殖民政府监

管海湾酋长国的内外事务。② 因此,殖民政府将管控移民劳工的责任下放给雇

主,实行了针对外籍劳工的担保制度。 1928 年,英国在巴林颁布了有关管理外籍

采珠工人的公告,公告规定每名采珠船船长对船上的外籍人负有法律责任,船长

必须向巴林海关报告外籍船员的人数、姓名和有效的工作许可证。 只有巴林政

府记录在册并持有工作许可证的采珠工人才被允许上岸,若出现潜逃情况,船长

将承担法律责任。③ 英国殖民当局在巴林制定的外籍劳工管理制度是卡法拉制

度的雏形。 该制度在设计之初就具备了现代卡法拉制度的基本要素:担保人(当

时是船长)对外籍雇员负责并向政府缴纳遣返保证金,外籍雇员需要具备出入境

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随后担保制度逐渐被拓展到其它海湾酋长国并得到发展。

第三,二战后卡法拉制度经历了民族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科威特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海湾国家中第一个掌握了制定和实施卡法拉制度主动权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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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科威特政府通过设立劳工部门、颁布相关法律率先掌握了管理外籍

劳工的自主权。 1954 年科威特政府设立了劳工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威特官员和

英国顾问。 通过新设立的现代官僚机构,英科双方共同制定外籍劳工的准入政

策。 1959 年科威特拟以埃及法律为蓝本制定新的劳工法,规定科威特境内所有

工人的工作许可证均由社会发展部颁发。 1961 年独立之际科威特政府完全掌握

了管理外籍劳工的自主权,结束了双重管理的尴尬时期,使卡法拉制度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结束了英、科对外籍劳工的双重管辖之后,科威特把外籍劳工的

担保人资格局限于本国公民,给予本国公民更多的权利的同时也实现了现代卡

法拉制度的民族化转变。 1952 年科威特居留许可条例颁布,规定外籍人士必须

在入境前拥有一名担保人,从而向英国政治代理人获取居留许可。 1960 年新的

科威特国籍法颁布,新国籍法基于属人原则,使得科威特国民和外籍人士之间的

区别更加显著。 1964 年科威特私营部门劳动法规定了外籍劳工劳动合同的期

限,将合同限制在 5 年内,并要求外籍劳工向科政府登记。 劳动法还将外籍劳工

的担保限制于科威特国民和公司。 1969 年在科威特的所有外籍劳工都被要求必

须得到当地雇主的担保。 1975 年科威特《外国人居留法》修正案正式通过,它以

法律形式规定外籍劳工必须要有担保人,且担保人为当地雇主。 《外国人居留

法》成为科威特实施卡法拉制度的主要法律。①

第四,其他海合会国家在独立前后都以类似科威特的方式,通过立法确立并

推行卡法拉制度。 它们在借鉴科威特的同时根据本国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不断

修订卡法拉制度,使该制度逐步走向成熟。 卡塔尔在正式独立以前就开始以法

律的形式推行类似科威特的卡法拉制度。 1963 年,卡塔尔政府颁布的法案要求

每位入境工作、经商或临时访问的外籍人士都必须有担保人,外籍劳工只能由其

雇主担保。 1984 年,卡塔尔颁布法案,规定外籍劳工的担保人应为具有必要的财

务能力并依法定居国内的卡塔尔公民。② 1969 年,沙特正式立法确定在本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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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法拉制度,该年的劳动法明确规定每一个外籍劳工必须与担保人(可以是个人

或企业)签订合同并得到担保人的担保。① 海合会国家的卡法拉制度虽然在细节

上略有差异,但它们的运行机制相同,并且都将外籍劳工的担保人限制为本国

公民。

卡法拉制度使由本国公民充当的担保人在雇佣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

位。 在该制度下,作为担保人的雇主不仅可以决定菲佣能否在本国获得工作机

会,甚至可以决定菲佣在本国的去留,这相当于决定了菲佣在当地的命运。 菲佣

必须获得雇主的同意才能转岗或辞职,但雇主可以随意解雇甚至驱逐他们,也可

以阻止他们离开,拒绝延长出境签证期限。 如果菲佣擅自离开雇主的住所或者

潜逃,将被视为自行离岗,被认定是犯罪,继而被监禁并驱逐出境。 菲佣一旦因

任何原因取消劳动协议,签证也会被取消。 然而,海合会国家没有形成针对雇主

任意解雇家庭佣工的惩治措施。 只要雇主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其家庭佣工存在

违法问题,那么当地政府会在不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把外籍家庭佣工驱逐出

境。 可以说,卡法拉制度使得菲佣等家庭佣工群体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

身权益。②

(二) 海合会国家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

海合会国家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也是导致菲佣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

第一,等级化社会分层使菲佣成为阿拉伯社会的最底层。 海合会国家在社

会分层上存在比较明显的等级化特点。 这种等级化社会分层不仅体现在本国公

民与外籍劳工的区别上,也明显表现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劳工之间。

首先,海合会国家的本国公民和没有公民权的外来移民之间在就业上区别明显。

本国公民处于劳动力市场的顶端,多在薪资、社保和福利待遇好,能体现自身社

会地位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任职。 还有一部分人在其他领域中担任中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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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职务,工资待遇优厚。① 其次,海合会国家的外来劳工移民因其母国的地

域差异而在当地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权益。 来自西方国家和其他阿拉伯

国家的移民地位高于非阿拉伯移民。 其中,来自西方国家公民在海合会国家工

作时被称为“外籍人士”(expats)。 他们一般在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多

在全球著名跨国公司或教育部门从事管理或技术工作,并可以获得利润丰厚的

免税工资。② 而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劳工移民尽管在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不

如来自西方国家的劳工移民,但因同属于阿拉伯民族而常在零售、医疗、教育等

其他海合会国家存在技术需求的行业工作,他们在海合会国家中的地位也很高。

亚洲和非洲国家移民中的非阿拉伯人地位较低,多在“肮脏” (Dirty)、“危险”

(Dangerous)、“艰苦”(Difficult)和“劳累”(Demeaning)等行业工作,其中以建筑

行业和家政行业为主。 因此菲佣可以说是处在海合会国家中最底层。③

第二,相对保守的社会传统深化了菲佣的维权难度。 部分海合会国家相对

保守的社会传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妇女活动的限制上。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沙特的妇女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作为家政服务人员的菲佣虽然是外籍劳

工,但作为女性群体,她们仍然受到沙特社会传统的约束,几乎也被排斥在公共

生活之外。 因此,菲佣在劳动权益被侵犯时很难通过外部力量获取帮助。 其雇

主也不会作为菲佣的代表替菲佣维权。 而沙特的司法部门则以不能直接接触女

性为由拒绝菲佣的维权行动。④

三、 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

菲佣问题凸显的原因除了历史上形成的卡法拉制度和传统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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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与海合会国家对菲佣的法律保障缺失以及菲佣的个人和家庭因素等现实

原因有关。

(一) 海合会国家劳动法无法保障菲佣的法律权益

海合会国家的劳动法将菲佣(以及其他家政工人)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

外,佣人的权利因无法得到保护而进一步受到伤害。① 这些国家的公民将菲佣视

为仆人,而不是享有劳动权利的正式工人。 菲佣雇主很少受到劳动法律和法规

的约束,菲佣也很难在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从海合会国家的政府得到保护和

救助。②

以科威特为例,自 1964 年通过第一部《私营劳动法》以来,科威特一直将家

政工人排除在劳动保护法以外。 科威特的家政工人没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和

病假等方面的法律保障。 2007 年该国劳动部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雇主没收护

照,但是这项法令并不适用于家政部门。 2010 年 2 月,科威特颁布了新的劳动

法。 新劳动法加强了对科威特公民私人雇佣的工人的保护,将工作时间规定在

每天 8 小时以内,要求提供带薪休产假和年假的权益,并规范了解雇程序,还完

善了劳动部门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家政工人的权益仍然得不到这项新法律的

保护。 阿联酋在这方面与科威特类似,《阿联酋劳动法》第 3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家政工人不受劳动法保护,政府也不认为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人的保护条例适

用于本国家庭佣工,这导致菲佣无法进入本国的劳工法庭维权。③ 沙特《劳动法》

第 7 条第 2 款也规定家政工人不受劳动法保护。④

2011 年,国际社会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的《家政工人公约》 (Convention
 

concerning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2011),该公约规定家政工人应享有与所有其他工人相同的劳动权益保障。 海合

会国家也加入该公约,但在执行层面存在很多问题。 2021 年 6 月 15 日,在《家政

工人公约》生效十周年之际,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当下仍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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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家政工人在劳动法之外,这种情况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阿拉伯国家表

现最为明显。① 而阿拉伯国家中以海合会国家的情况最为严重。

(二) 海合会国家政府为菲佣提供解决申诉的途径有限

在海合会国家,菲佣对雇主或代理人提起法律诉讼必须权衡得失,因为在申

诉过程中菲佣会面临一系列复杂紧迫的实际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被

指控潜逃或偷盗、被威胁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菲佣还很难收集被雇主侵犯权益

的证据。 诉讼费用高和花费时间长也是一大问题。 菲佣等待司法机构介入和处

理要付出较大的时间和经济代价,还可能因为等待时间太长错过其他工作机会。

2007 年 9 月,科威特政府在首都科威特城郊区开设了外籍工人临时庇护中

心,该中心为逃避虐待的家政工人提供医疗和法律咨询服务,但该庇护所不接受

处于紧急困境的家政佣工。 女性佣工从事家政工作,没有独立的证人或文件能

够证实她们的证词,缺乏证据来证明她们的说法,因此即便是她们获得了法律援

助的途径,也很难成功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菲佣因为人

身自由受限或因为身体健康受限而无法寻求庇护或法律帮助。②

在阿联酋,政府规定如果雇主和家政工人之间发生冲突,家政工人可以求助

内政部下属的调解办公室。 内政部调解办公室成立于 2009 年,很少有人能代表

家政工人提出诉讼,在阿联酋工作的菲佣基本上不知道有这个调解办公室。 在

沙特,政府劳工办公室不允许家政工人求助,理由是作为家政工人的菲佣属于家

庭的一部分。 虽然沙特存在家庭法,但沙特法院法官通常拒绝审理涉及家政工

人的案件。③

(三) 菲佣的家庭和个人因素导致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选择忍耐

选择赴海外工作的菲律宾家庭大多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首先是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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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压力。 菲律宾国家倡导自然生育,禁止妇女堕胎,国内人口出生率高,每

个家庭孩子的数量较多,抚养子女的压力巨大。 其次是高额的教育费用。 菲律

宾国内私立教育相比公立教育更为发达,但学费高昂。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

的教育,许多菲律宾人选择到海外捞金。 此外,菲律宾传统社会中对男女角色

定位和行为规范的限制也在逐渐改变。 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
 

女性被迫加入

劳动力市场以增加收入,而社会上对于女性外出工作也给予正面的肯定。 总

的来说,高生育率、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多数菲律宾家庭承受着沉重的经济

负担。①

2015 年菲律宾的人均年度国民总收入为 2,843 美元,是低中等收入国家。②

从 2009 年开始,在海合会国家务工的菲佣其最低工资标准就达到每月 400 美

元。③ 由于在海合会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因此菲佣在这里遭遇不公正

对待和虐待后,往往也会妥协。 有的菲佣遭遇不公待遇后考虑过寻求当地警方

援助,但往往因为害怕被拘留甚至被驱逐出境导致丧失收入而放弃寻求援助。

很多菲佣在遭遇性骚扰等伤害后因为自身的耻辱感,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并保

住收入不错的工作往往选择忍受。 菲佣在菲律宾国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过程中

经常被教育要温柔听话。 菲律宾妇女长期以来在本国社会上被塑造成孝顺的女

儿和受苦的母亲,她们为家庭做出的牺牲使她们成为女英雄和榜样。④ 这种教育

方式和被附加的社会形象造成菲佣在遭遇不公正对待时选择忍受而不是主动

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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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治理

菲佣问题是涉及海合会国家政府和雇主、菲律宾政府、菲佣群体等多个相关

方的复杂问题。 该问题的治理需要在多方参与下进行。

(一) 海合会国家推动卡法拉制度改革的尝试

卡法拉制度是菲佣问题凸显的根源。 该制度充分保障了本国公民雇主管

理菲佣的权利,但也使菲佣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该制度在海合会国

家内部和国际上饱受争议。 争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雇主和劳务中介机构往往

利用卡法拉制度的漏洞对前往海合会国家的外籍劳工进行经济和劳动压榨;另

一方面在于卡法拉制度限制了外籍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不利于活跃劳

动力市场、激发生产效率;此外,因卡法拉制度导致的大量跨国劳动纠纷案件

不仅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也有损它们的国际形象和与他国的外交

关系。 因此,改革卡法拉制度成为海合会国家推进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必然

选择。

海合会国家的卡法拉制度改革经历了由停滞徘徊到有所突破的转变。 从

2009 年起海合会国家开始对卡法拉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着眼点在于使外籍劳

工与本地雇主之间的捆绑关系松动,采取措施保障前者的劳动权益,并逐步由政

府负责监督和管理外籍劳工。

巴林政府于 2009 年 8 月将对工人的担保责任纳入劳动力市场监管局( the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uthority),其中包括菲佣在内。 同时规定,如果工作时

间不超过三个月,工人在通知担保人后可以在不经担保人同意的情况下离开。

外籍劳工在寻求新工作的同时,有 30 天的宽限期合法留在巴林。 但这些改革将

家政工人排除在外。① 2011 年 6 月,巴林政府增加了新的规定,即工人在未经雇

主同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换工作,但必须在为最初的雇主工作满一年后才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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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卡塔尔从 2015 年开始对卡法拉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同年卡塔尔颁布

《2015 年第 21 号法案〈关于对外来人口出入境和居留的管理办法〉 》 ,该法案

在 2016 年 12 月生效,法案中删除了“卡法拉”一词,一定程度放开了外籍劳工

和担保人之间的捆绑关系,但并未完全废除卡法拉制度。 根据 2015 年第 21 号

法案,被拒绝离开该国的外籍劳工可以向出境许可委员会请愿,对雇主的决定

提出异议。 雇主在外籍劳工的居留许可被签发后必须归还护照。 已经完成合

同条款的劳工可以更换雇主,而不需要前雇主的无异议证明,也不再需要离开

这个国家或等待两年才能开始一份新工作。① 2019 年,卡塔尔颁布《2019 年第

95 号内政大臣令》,放宽了外籍劳工的出境要求。 2020 年 8 月,卡塔尔颁布了

《2020 年第 18 号法案》,该法案取消了《2004 年第 14 号劳动法》中“终止劳动合

同需要无异议证书的规定”。 从法律规定角度看,卡塔尔卡法拉制度改革有了较

大进展。②

科威特的改革长期没有实质性突破。 2009 年 8 月,科威特社会事务劳工部

长穆罕默德·阿法西(Mohammed
 

al-Afasi)宣布计划废除卡法拉制度。 2010 年 9

月,科威特承诺于 2011 年 2 月废除卡法拉制度。 2011 年 2 月,科威特负责劳工

事务的助理副部长曼苏尔·曼苏尔(Mansour
 

al-Mansour)表示,之前宣布要废除

卡法拉制度,但国家实际上还尚未做好准备。③ 2014 年 8 月,科威特工会联合会

秘书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加尼姆(Abdulrahman
 

al-Ghanim) 在接受媒体参访时

说,卡法拉制度是一项失败的制度,他多年来都致力于推动政府予以取消,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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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忽视。① 2019 年 1 月,据媒体透露,科威特经济发展国务部长马里亚姆·阿

基勒(Mariam
 

Al-Aqeel)将很快主持一次部长级会议讨论取消卡法拉制度,将其

作为政府解决人口和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的措施的一部分。② 2020 年 5 月 20

日,有新闻媒体报道科威特将取消卡法拉制度。 次日,科威特社会事务部对该新

闻给予否认。③

沙特的卡法拉制度改革于2012年开启。该年4月沙特劳工部宣布了一项改革

卡法拉制度的计划,将担保的监督权移交给新成立的招聘和就业机构。5月,该国

劳工部官员宣布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担保制度。但这些决定后来都被取

消,沙特的卡法拉制度改革陷入停滞状态。④真正的改革措施于2020 年才落实,但

卡法拉制度改革并不适用于外籍家政工人。 在保障菲佣权益方面,沙特通过颁

布新的法律和行政命令为其开辟了新的路径。 2020 年 11 月 4 日,沙特人力资源

和社会发展部启动了一项劳动改革倡议(LRI) 来取代卡法拉制度。 该倡议于

2021 年 3 月 14 日起生效。 根据该倡议,沙特劳动法涵盖的所有雇佣关系包括卡

法拉制度下的雇佣关系,都将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颁布的改革条款约束。

倡议允许工人在满足已在该国居住至少一年并已提前 90 天通知雇主的前提下,

可以在雇佣合同到期之前离职。 劳动改革倡议还解决了在沙外国工人的出入境

问题。 外国劳工不需要雇主允许就能离开或重新进入该国。 但倡议中的改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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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并不适用于家政工人。① 沙特对卡法拉制度改革没有给菲佣等家政工人的处

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但沙特在法制改革方面增加了对家政工人的保护措施。

2021 年 5 月 25 日,沙特发布第 591 号内阁决议,决议要求招聘机构为家政工人

的合同投保。 保险费用包含在雇主支付的招聘费中。 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和社

会发展部(MHRSD)和中央银行通过在“Musaned”平台上监管保险公司。

2023 年 11 月 2 日,沙特颁布了一项针对家政工人的新法律,并于 2024 年 9

月 21 日生效。 该法如果得到有效执行,将改变沙特菲佣被动维权的状况。 新的

家政工人法禁止雇主保管家政工人的护照、身份证件及其它私人物品,禁止雇主

对家政工人进行身体或言语攻击或实施其他暴力行为,禁止雇主歧视家政工人

以及对其进行性骚扰,禁止雇主强迫佣工劳动或贩卖佣工,雇主不能阻碍家政工

人与家人、本国大使馆、招聘机构和主管部门沟通,禁止雇主雇佣 21 岁以下的家

政工人,规定家政工人每天工作不超 10 小时。 新法还规定了家政工人可以终止

合同的情形等。② 但家政工人仍被排除在劳工法保护之外,新法律的实际执行情

况还有待观察。 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沙特将从家政工人纳入工资保护体系。

要求雇主通过银行转账而不是现金支付的方式发放工资,从而提高了家政工人

工资支付的透明度。 沙特将成为第一个要求通过国家工资保护体系支付家政工

人工资的海合会国家。③

当前,海合会国家的卡法拉制度改革推进情况存在明显不同。 巴林、卡塔尔

和沙特的改革取得较大进展,但只有巴林在卡法拉制度改革过程中没有排斥家

政工人。④ 巴林、沙特和卡塔尔通过立法保障家政工人的权益,而阿联酋和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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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家政工人仍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① 总体来看,这些国家的卡法拉制度改

革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并没有突破产生菲佣问题的制度障碍。

(二) 菲律宾政府对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介入

为保障出国务工的菲佣的权益,菲律宾政府一方面积极完善本国相关立法,

并与海合会国家进行双边劳务谈判,另一方面通过本国驻外使馆为菲佣提供救

助。 作为劳务派遣国一方,菲律宾政府在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被动

地位,无力触及这些国家菲佣问题的根源。

1.
 

国内立法与双边劳务谈判

立法方面,菲律宾政府在 1995 年颁布《移民劳工和海外菲律宾人法》。 法律

颁布的目的在于保护移民劳工和其他海外菲律宾人的权益。 其指导方针包括维

护菲律宾移民工人尊严,为移民工人提供充分及时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服务,建

立有效机制保护陷入困境的海外菲律宾人尤其是移民工人的各种权益,与非政

府组织者合作保护移民工人的权益等内容。 根据该法,菲律宾政府相关部门通

过向移民劳工提供法律援助、设立紧急遣返基金和移民劳工法律援助基金等资

助项目以及在菲律宾劳工数量达到 2 万人以上的国家设立劳务管理机构等举措

为海外菲律宾劳工提供经济和法律保障。②

双边劳务谈判方面,菲律宾与科威特开展的最多。 2018 年以前,菲律宾与科

威特政府签署过保护菲在科务工人员的协议。 2018 年,两国政府签署劳工保护

协议,科威特承诺将修改法律法规,改善在科务工的菲佣的生活条件。 协议规

定,禁止《卡法拉法案》下的常见做法,包括雇主没收菲佣护照。 此外,该协议要

求工人每天有 12 小时的休息时间,要制作一份制式雇佣合同,保证建立一条全

天候热线,菲律宾工人可以通过热线举报雇主的虐待行为,并设立一支特警部队

来回应此类投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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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菲律宾与科威特政府达成新的协议。 协议首先明确规定菲佣

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包括雇主必须为工人提供合适的住房,配备所有必需品、合

适的食物和衣服,并按时支付商定的工资。 雇主也有义务通过科威特医疗系统

向雇工提供医疗和护理。 其次,减少雇主对菲佣的桎梏,包括禁止雇主扣押雇工

的任何个人身份证件,如护照等。 雇工有权拥有一部手机,可以在工作时间外使

用,前提是她要保护雇主的秘密和隐私,并以符合公共道德的方式使用手机。 再

者,确保菲佣的工作时间合理。 规定菲佣也有权享受每周带薪休假一天的权利,

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 应允许工人在连续工作五小时后休息不少于一

小时,有权在夜间连续休息至少 8 小时。 雇主也被禁止在未经佣工书面同意的

情况下将其指派到科威特境外工作,或为其更换雇主。 如果未经工人同意而将

其送回菲律宾,费用由雇主承担。①

菲律宾长期与阿联酋就保护菲佣务工权益问题进行谈判协商。 2021 年 3 月

2 日,两国就新用工合同达成协议。 协议中增加了保障在阿联酋务工的菲佣权益

的具体条款,包括菲佣有权每晚至少有八小时连续睡眠的权利,有权每周在雇主

住所以外的地方至少休息一整天,有权保留其护照或身份证明文件,雇主允许菲

佣拥有和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等。②

2022 年,菲律宾政府与沙特政府达成新的用工保护合同。 根据合同,沙特雇

主必须为家政工人支付保险费用。 在合同结束前,允许家政工人在被拖欠工资

或者受虐待时更换雇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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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驻海合会国家领事馆实施救助

菲律宾政府通过在海合会国家的领事馆对本国在该地区陷入困境的菲佣实

施救助,主要救助方式是建立和提供庇护所,协助菲佣逃离雇主。

2010 年,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和迪拜有两个菲律宾政府运营的避险所,每个

避险所都收容了大约 100 名菲律宾公民,几乎所有人都是从雇主家里逃出来的

菲佣。① 菲佣在海合会国家陷入困境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在菲律宾驻海合会国

家的领事馆中都设有避险所。 但菲律宾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有限,他们会寻求在

当地的菲律宾人协会的帮助,这些协会中的很多人愿意充当志愿者帮助陷入困

境的菲佣。

协助陷入困境的菲佣逃离雇主也是菲律宾驻海合会国家领事馆常采取的举

措,但这种做法会引发菲律宾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纠纷。 2018 年 2 月,科威特

的一名菲佣遇害事件曝光,菲律宾驻科威特大使馆工作人员协助在科威特工作

的菲佣回国。 为此,科威特政府在该年 4 月 25 日宣布驱逐菲律宾驻科威特大使

雷纳道·维拉(Renato
 

Pedro
 

Villa),限其一周内回国,理由是菲驻科大使馆人员

公然协助菲佣从雇主家逃走,违反了科法律以及国际外交准则,构成了对科威特

内部事务的干涉。

总体来看,菲律宾政府在处理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菲佣在这些国家务工的收入是菲律宾政府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菲律宾在经济

上更为依赖海合会国家。 因此,在与这些国家因菲佣问题发生冲突后,菲律宾政

府往往选择妥协。

(三) 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和救助

菲律宾人在海合会国家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菲律宾人协会”在对当地菲佣的

救助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海合会国家的国籍法,外来的菲律宾移民很难获得本国的公民资格。

在这一地区工作的菲律宾人特别是其中的中产阶层会加入当地的菲律宾人协会

以实现菲侨之间的互助。 菲律宾移民依托菲律宾人协会建立非正式的援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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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他们可以向这些网络寻求帮助。① 海合会国家中有能力的菲侨通过菲律宾人

协会支持那些遇到不幸的同胞,特别是菲佣,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是虐待。② 尽管在海湾地区工作的菲佣因为工作环境的封闭性很少有机会

参加菲律宾人协会,但菲律宾人协会经常寻找机会帮助她们。

截至 2014 年 9 月,超过 100 个菲律宾人协会分别在菲律宾驻阿布扎比大使

馆和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注册,还有很多未注册的协会。 这些协会的大多数成

员都是菲律宾在海湾国家一些行业的专业人士。 协会的类型主要包括娱乐活动

类协会、职业或行业协会以及校友会等。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或志愿者工作是这

些协会的共同特点。 协会中的许多人都积极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同胞,菲律宾驻

阿联酋使馆官员承认这些协会在救助菲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些组织经常向

分散在阿联酋各个角落的菲律宾人伸出援助之手。③

菲律宾人协会对在海湾国家菲佣提供的救助方式主要有两种。 首先是向需

要帮助的菲佣提供志愿服务。 包括探访身处监狱和避难所的菲佣,并为其提供

生活必需品;解救被虐待和被囚禁在雇主家中的菲佣。 其次是通过募捐的方式

筹集钱款为身陷囹圄的菲佣提供物资救助。 值得一提的是,海合会国家的一些

菲律宾人协会成员将救助深陷困境的菲律宾同胞作为其专职工作。 他们不仅成

为求助者联系的固定对象,而且自己垫付救助过程中的所需的花费,同时也承担

着被当地政府监禁并驱逐出境的风险。④

五、 结语

菲佣问题既是海合会国家的社会问题,也是典型的跨国劳工问题。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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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合会国家的菲佣问题及其治理

70 年代以来海合会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石油经济发展使本国对于海外家政服务劳

工产生大量的需求,菲律宾因本国的经济发展滞后而将菲佣输出作为解决就业

问题、创汇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背景下,菲佣大批进入海合会国

家家政服务市场。 菲佣问题凸显的根源在于海合会国家存在已久的卡法拉

制度。

对海合会国家菲佣问题的治理存在较多困难。 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在

改革卡法拉制度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家政服务人员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菲律

宾政府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只能实施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救援措施,无法触及问题

的根本。 菲佣在这些国家的大量存在是双方经济互补的表现。 菲律宾对海湾阿

拉伯国家进行劳务输出,不仅使政府获取了外汇收入,也扩大了外出务工人员的

收入来源,这样既有助于解决菲律宾的就业问题也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对

于海合会国家来说,菲佣不仅使这些国家民众享受到了良好的家政服务,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放了这些国家的妇女劳动力,推动了海合会国家劳动力本土化的进

程。 两国的合作基本上实现了互利双赢。 但菲佣问题的频发也显示了双方在交

往中因文化差异和不对等的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摩擦,并给彼此带来负面影响。

作为劳务输出国的菲律宾无论从国家还是劳工个人层面都处于被动和弱势地

位,从而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 而海合会国家也因此国际形象受损,不利于

这些国家国内家政服务市场的稳定和国内经济发展。 为推动国家经济的长远发

展,海合会国家应继续深化卡法拉制度改革,加强与菲律宾在劳资问题上的协

商,切实保护好菲佣等外籍劳工的权益。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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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ntegrat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lements.
 

Historically,
 

tribes
 

were
 

the
 

primary
 

political
 

entities
 

on
 

the
 

Qatari
 

peninsula,
 

providing
 

the
 

population,
 

military
 

strength,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foundation.
 

With
 

the
 

rise
 

of
 

the
 

petroleum-based
 

economy,
 

Qatar
 

transitioned
 

from
 

a
 

loose
 

tribal
 

union
 

to
 

a
 

centralized
 

nation
 

—
  

state,
 

which
 

shif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bes
 

and
 

the
 

state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etition. .
 

Qatar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tribal
 

identities
 

on
 

nationhood
 

construction.
 

These
 

include:
 

disrupting
 

the
 

existing
 

tribal
 

structure
 

to
 

weake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ribal
 

identity,
 

transforming
 

tribes
 

into
 

cultural
 

symbols;
 

reinforcing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to
 

strengthen
 

tribal
 

population's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
 

creating
 

unified
 

tribe
 

symbols
 

to
 

be
 

enshrined
 

a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reserving
 

tribal
 

heritage
 

to
 

establish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narrative.
 

These
 

strategi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ribal
 

identity,
 

leading
 

to
 

spontaneous
 

expressions
 

of
 

national
 

loyalty
 

and
 

a
 

gradual
 

expression
 

of
 

nationalistic
 

emotions
 

among
 

the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nationhood
 

has
 

initially
 

formed.
 

In
 

aggregate,
 

Qatar's
 

approach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Gulf
 

nations
 

in
 

harmonizing
 

traditional
 

tribal
 

structures
 

with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However,
 

its
 

long-

term
 

stability
 

will
 

hinge
 

on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equitable
 

welfare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deeper
 

cultural
 

integration
 

at
 

the
 

societ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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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he
 

Filipino
 

Mercenary
 

Problem
 

and
 

Its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ountries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du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of
 

GCCcountries,
 

the
 

promotion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rand
 

effect
 

of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a
 

large
 

number
 

of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entered
 

GCC
 

countries
 

to
 

work.
 

However,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working
 

in
 

these
 

countries
 

faced
 

various
 

problems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ir
 

labor
 

rights.
 

The
 

emerge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Kafala
 

system
 

during
 

the
 

British
 

protection
 

period
 

are
 

the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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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for
 

the
 

prominent
 

issue
 

of
 

Filipino
 

domestic
 

service
 

in
 

GCC
 

countries.
 

The
 

conservative
 

social
 

traditions
 

and
 

hierarchical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GCC
 

countries
 

a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highlight
 

the
 

issue
 

of
 

Filipino
 

domestic
 

service.
 

The
 

prominent
 

issue
 

of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is
 

also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domestic
 

service
 

industry,
 

the
 

limited
 

appeal
 

assistance
 

provided
 

by
 

GCC
 

governments
 

to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nd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factors
 

of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The
 

GCC
 

countries
 

ignored
 

the
 

demands
 

of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Kafala
 

system,
 

and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ere
 

unable
 

to
 

reach
 

the
 

root
 

of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service
 

problem.
 

These
 

factors
 

have
 

led
 

to
 

the
 

governance
 

dilemma
 

of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service
 

problem.
 

Consider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economies,
 

These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Kafala
 

system,
 

strengthen
 

negoti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on
 

labor
 

issues,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reign
 

workers
 

such
 

as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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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King

Abstract　 Saudi
 

Arabia
 

has
 

long
 

been
 

characterized
 

by
 

prudent
 

diplomacy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a
 

policy
 

of
 

stability,
 

non-over-involvement,
 

secrecy
 

and
 

low-profile.
 

Since
 

the
 

succession
 

of
 

Salman
 

in
 

2015,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has
 

become
 

more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 Omni-Balancing ”
 

and
 

“Optional
 

Balancing” .
 

In
 

its
 

“Omni-Balancing”
 

foreign
 

policy,
 

Saudi
 

Arabia
 

has
 

maintained
 

various
 

degrees
 

of
 

stabl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important
 

powers
 

and
 

regions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ns,
 

such
 

as
 

energy,
 

economic
 

and
 

military.
 

When
 

faced
 

with
 

international
 

emergencies,
 

Saudi
 

Arabia
 

uses
 

“Optional
 

Balancing”
 

foreign
 

policy
 

to
 

adjust
 

coope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through
 

different
 

means,
 

such
 

as
 

alienation,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mediation,
 

enhanced
 

cooperation
 

and
 

counterbalance.
 

Both
 

the
 

“O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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